
心理科学进展  2020, Vol. 28, No. 2, 316–328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20.00316 

 

316 

积极接触与消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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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9) 

摘  要  群际接触研究中存在的“积极偏向”阻碍了对群际接触的全面认知, 因而, 近年来消极接触开始被纳

入研究之列。当前的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研究以问卷法为主, 另外还涉及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以及实验

法。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分别会提升和恶化群际关系, 群际情绪、群际信任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权威主义、亲

密性起调节作用。在积极接触效应和消极接触效应的关系上, 存在不对称性检验和交互作用检验两种研究思

路, 并均得到了实证研究证据的支持。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考察不同效价接触, 尤其是消极接触的泛化效应, 
拓展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效应范围, 完善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作用机制, 并进一步探索影响积极接触和

消极接触不对称性效应的因素。 
关键词  积极接触; 消极接触; 积极偏向; 不对称效应; 交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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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际接触理论是近 70 年来社会心理学中最

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 以此为基础的大量研究表

明不同社会群体间的直接或间接接触都可有效改

善群际关系 , 且具有跨群体和跨文化一致性

(Lemmer & Wanger, 2015; Miles & Crisp, 2014; 
Pettigrew & Tropp, 2006; Zhou, Page-Gould, Aron, 
Moyer, & Hewstone, 2018; 李森森, 龙长权, 陈庆

飞, 李红, 2010)。然而, 也有研究发现随着群体间

接触的增多, 偏见并没有显著地减少, 反而是保

持着原有的水平甚至于增加(Barlow et al., 2012)。
究其原因并非是群际接触无助于群际关系的改善, 
而是由于现实生活中不仅有积极接触, 也存在消

极接触(Paolini, Harwood, & Rubin, 2010)。消极接

触会对群际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并削弱积极接触

效应(Aberson, 2015; Techakesari et al., 2015)。但

是, 出于降低群际偏见、提高群际态度的考量, 先
前的群际接触研究主要关注积极接触对群际关系

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 而忽视了消极

                     

收稿日期: 2018-12-06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6ZDA232)。 
王昌成为共同第一作者。 
通信作者: 夏勉, E-mail: xiamian@mail.ccnu.edu.cn 

接触研究(Pettigrew & Tropp, 2011), 这种“积极偏

向”限制了对群际接触的全面认知。此外, 在当前

跨区域和跨国人口流动加快的大背景下, 人们与

外群体成员(如户籍界定的外地人、来华留学生)
的接触机会越来越多, 这在增加群体间积极接触

频率的同时, 也增加了消极接触的频率(Koopmans 
& Veit, 2014; Pettigrew, 2008)。因此, 只关注积极

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显然与现实不符。鉴于此, 
Pettigrew (2008)呼吁群际接触研究者需加强对消

极接触的研究。近 10 年来, 国外研究者针对积极

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开展了大量实

证研究, 而国内有关研究却很少。本文在梳理已

有文献的基础上, 首先, 总结了积极接触和消极

接触的研究方法; 其次, 阐述积极接触效应和消

极接触效应, 尤其是消极接触效应的中介机制和

调节机制; 然后 , 基于“相加模型”及“交互模型”
述评了积极接触−消极接触的不对称效应和交互

效应研究; 最后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以
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1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研究方法 

1.1  问卷法 
当前的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研究主要采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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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法, 在实证研究中有四种不同的测量思路。第

一, 采用形容词评定法让被试评估在与外群体成

员互动时的感受, 以此作为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

经验的测量指标。例如 , 在 Árnadóttir, Lolliot, 
Brown 和 Hewstone (2018)的研究中, 研究者让被

试评估当遇到一个外群体成员, 其在多长时间内

会感受到：积极−消极、平等−不平等、合作−竞争、

友好−不友好 , 以此来量化考察被试的积极接触

和消极接触经验。第二, 通过让被试报告与外群

体成员的积极互动(被外群体成员帮助)或消极互

动(被外群体成员打扰)频率来测量积极接触和消

极接触(Meleady & Vermue, 2019; Pettigrew, 2008; 
Reimer et al., 2017)。比如, Reimer 等人(2017)在测

量积极接触时采用“支持”、“帮助”、“赞赏”、“友
好扶持”、“受欢迎”五个条目, 在测量消极接触时

采用“辱骂”、“恐吓”、“威胁”、“嘲笑”、“不被需

要”五个条目 , 通过让被试报告与外群体成员接

触时有过上述接触的频率来量化积极接触和消极

接触。 
Hayward, Tropp, Hornsey 和 Barlow (2017)在

借鉴 Stephan, Stephan, Demitrakis, Yamada 和

Clason (2000)的测量项目以及考虑最佳接触条件

的基础上, 对上述两种方式进行了整合, 这是第

三种测量思路。该研究编写了 69 个项目, 其中 37
个项目测量积极接触经验, 32 个项目测量消极接

触经验。在具体作答时, 研究对象首先报告是否

有过这些经历, 如果有, 继续评估这些接触经验

的数量与效价。随后, 计算接触数量和效价的均

数, 两者相乘即是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分数。研

究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 而不足之处

在于无法提供信度(Hayward et al., 2017)。 
Barlow 等人(2012)对采用具体接触事件来测

量接触效价的方法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接触经

验是一个多层面的现象, 不能用单个接触事件代

表, 应该让研究对象对接触经验的效价做整体评

估, 这是第四种测量思路。Barlow 等人(2012)的研

究使用两个项目分别测量被试的积极接触经验

(“平均来看 , 你与外群体成员的积极(正面)接触

有多频繁？”)和消极接触经验(“平均来看 , 你与

外群体成员有消极(负面)接触有多频繁？”)。后续

同类研究也多借鉴这种方法进行测量 (Bagci & 
Gungor, 2019; Laurence, Schmid, & Hewstone, 
2018; Meleady, Seger, & Vermue, 2017; Techakesari 

et al., 2015)。虽然, 有研究者对采用单一项目测量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提出质疑, 认为其可能会出

现较大的测量误差(Techakesari et al., 2015), 但已

有研究表明两个项目均具有较好的预测效度

(Barlow et al., 2012; Techakesari et al., 2015), 因
而可以认为其具有可靠性(Bergkvist & Rossiter, 
2007)。 
1.2  内容分析法 

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来让被试直接报告主观

感知的积极接触或消极接触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被

试特征以及社会称许性的影响, 而内容分析法可

以弥补这一不足, 因为这种方法是让被试根据特

定问题回忆与外群体的接触经历, 不需要被试直

接对接触效价进行评估(Graf, Paolini, & Rubin, 
2014)。在实际操作中, 被试首先要通过回答三个

问题来回忆并描述他们的接触经验：你能回忆任

何与外群体成员接触的经历吗？这个外群体成员

在那个情景中的行为表现如何？你是如何表现

的？之后, 由独立评分者根据相应的编码手册分

析被试的接触经验, 并将其编码为积极接触、消

极接触以及中性接触 (Graf, Paolini, & Rubin, 
2019)。另外, 研究者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

析被试描述的接触情景或接触伙伴对群际态度的

影响(Graf et al., 2014)。 
1.3  社会网络分析法 

上述两种方法均存在一定的局限。例如, 群
际接触本质上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但以上两

种方法所测量到的是单向的积极接触, 即仅能获

知群际接触一方所感知到的积极接触, 并不能知

晓另一方是否也将这种接触同样感知为积极接

触。更重要的是, 测量项目会凸显群体身份(测量

项目中包含外群体成员的身份, 如黑人, 移民等), 
这可能会引发对外群体的消极反应(Wölfer et al., 
2017)。而社会网络分析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
可弥补上述不足。通过社会网络分析, 研究者可

以得到内外群体成员间双向的友谊关系, 而且由

于这种方式不强调群体成员的身份(群体成员身

份在人口学信息中已经收集), 可以将由测量项目

引发的对外群体的消极反应最小化(Wölfer et al., 
2017)。鉴于此, 社会网络分析法近年来开始被应

用到群际接触研究中(Wölfer, Faber, & Hewstone, 
2015)。例如, 在 Wölfer 等人(2017)的研究中, 研
究者首先采用同伴提名构建社会网络, 要求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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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列举自己最好的朋友(上限 10 个), 以此形成

友谊网络。由于之前已经收集了学生的背景信息, 
所以可以明确内外群体成员的身份, 在友谊网络

中内外群体成员间的友谊关系数量代表着积极接

触。在评估消极接触时, 同样采用同伴提名法, 让
每个学生根据“你最不愿意和谁待在一起？” (研
究 1)、“谁有时候对你最不友好”、“谁有时候对你

最坏？” (研究 2 和研究 3)等相关问题提出 5 名或

10 名同学, 与外群体成员消极关系的数量总和即

为消极接触。 
1.4  实验法 

除上述三种方法外, 还可采用实验法对接触

效价加以操纵。然而, 由于现有研究较少采用实

验法去考察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群际关系效应, 
因而有关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实验研究并未出

现稳定的研究范式(想象接触除外)。 
在直接接触实验研究中, 目前常用的实验操

作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 通过操作实验任务类

型, 安排被试与外群体成员进行合作学习或竞争

学 习 以 诱 发 相 应 的 积 极 接 触 或 消 极 接 触

(Desforges et al., 1991)。第二, 通过操纵实验同盟

者(假被试)的非言语行为诱发相应的积极或消极

接触。例如, 在 Paolini 等人(2010)的研究中, 研究

者通过操纵同盟者(假被试)的非言语行为让被试

体会到温暖放松(积极接触)或疏远紧张(消极接触)
或两种感受均没有(中性接触)。而且为了使实验同

盟者展现的非言语行为能诱发相应的接触体验 , 
研究者根据 Witt 和 Wheeless (2001)确定的非言语

行为标准对同盟者进行训练。同时, 为了让同盟

者尽量不表现出与该群体相似的刻板印象, 研究

者让同盟者基于之前设定好的语言脚本与被试进

行语言交流, 以此控制额外变量的影响。 
除采用实验法对积极和消极直接接触进行操

纵外, 还有研究对积极和消极的间接接触进行操

纵。其中, 在目前不同形式接触的实验研究中, 想
象接触(imagined contact)的研究范式呈现出相对

稳固化的趋势。想象接触的情景操作设置积极想

象接触组和消极想象接触组, 两组采用不同的实

验指导语, 积极想象接触组的指导语是：“请你花

1 分钟的时间想象自己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外群体

成员, 请你想象你们的交往是积极的、放松的、

舒服的”, 消极接触组的指导语是：“请你花 1 分钟

的时间想象自己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外群体成员 , 

请你想象你们的交往是是消极的、紧张的和不适

的”。为了增强想象任务实验效应, 有研究让被试

在 1 分钟想象任务之后写出想象的内容(Birtel & 
Crisp, 2012; Paolini et al., 2014), 也有研究要求被

试在想象任务之后, 回答如下开放式问题：“这个

人长什么样？”、“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使你感到

这次接触是积极(或消极)？” (Paolini et al., 2014)。
替代接触(vicarious contact)是另一种间接接触形

式, 是指让被试通过媒介接触不同效价的群际互

动信息以诱发相应的接触体验。在 Joyce 和

Harwood (2014)的研究中, 通过让被试观看内外

群体积极接触或消极接触的纪录片以诱发相应的

接触体验。类似的, 新近的一项研究也通过让被

试观看不同群体积极或消极的互相交流的视频 , 
以诱发相应的接触体验 (Andrews, Yogeeswaran, 
Walker, & Hewstone, 2018)。 

综上, 可看出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研究方

法趋于多元化, 开始由单一的问卷法转变为多种

方法并用。同一主题研究中多种方法的运用不仅

增加了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研究结果的会聚效度, 
同时也可对已有研究方法之不足做出补充。例如, 
利用内容分析法不仅可以测量出积极接触和消极

接触的频率, 也可获得内外群体成员在真实群际

接触情境中的情绪体验, 从而更好地揭示积极接

触和消极接触的情绪机制, 而问卷法对群际情绪

的测量通常是让被试在一个预想的群际接触情境

中作答(Stephan & Stephan, 1985), 与真实群际接

触情境中的情绪体验尚有差距。 

2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的中介机

制及调节机制 

2.1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的中介机制 
2.1.1  群际情绪 

(1) 消极情绪 
已有研究发现, 群际焦虑、群际愤怒、感知

威胁等消极情绪在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中起

到中介作用。群际焦虑是群际互动过程中的一种

典型情绪反应。大量研究表明, 积极接触可减少

群际焦虑, 从而产生积极的群际态度和群际行为

(Pettigrew & Tropp, 2008)。那么, 反之, 消极接触

是否会通过增加群际焦虑进而降低群际关系质量

(Barlow et al., 2012)？Techakesari 等(2015)通过系

列研究证实, 在三个不同群际背景下(美国白人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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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香港人 vs 大陆人、佛教徒 vs 伊斯兰教徒), 
群际焦虑既能中介积极接触效应, 也可中介消极

接触效应。除群际焦虑外, 群际愤怒也在群际接

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Seger, 
Banerji, Park, Smith 和 Mackie (2016)的研究发现, 
积极接触越多, 群际愤怒水平越低, 群际态度就

越积极。新近研究发现, 群际愤怒不仅在积极接

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态度、群际评价的影响中起

中介作用, 还能够中介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

际回避行为的影响(Hayward et al., 2017)。除此之

外, 感知威胁也可中介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 
且具有跨群体、跨情境的一致性(Aberson, 2015; 
Kanas, Scheepers, & Sterkens, 2017; Rupar & Graf, 
2018)。例如, Aberson (2015)在美国白人大学生样

本上的研究发现,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分别通过

减少或增加感知威胁来间接影响群际偏见, 且感

知威胁在消极接触与群际偏见之间的中介效应要

大于其在积极接触与群际偏见间的中介效应。上

述研究不仅将感知威胁作为一个高阶变量(包含

象征威胁和现实威胁), 考察其在不同效价接触效

应中的作用, 还分别检验并验证了象征威胁和现

实威胁在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中的中介作

用。此外, 群际威胁的中介作用会受到群体地位

的影响(Al Ramiah & Hewstone, 2013)。一项追踪

研究发现, 群际接触通过减少象征性威胁来提高

少数群体对多数群体的评价, 但象征性威胁在群

际接触与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评价间不起中介

作用(Ramiah, Hewstone, Little, & Lang, 2014)。故

此, 未来研究需要在多个群际背景下分别考察两

类群际威胁在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中的作用

是否会受到群体地位等因素的调节, 以提高研究

结论的一致性。 
(2) 积极情绪 
研究表明, 共情、快乐、钦佩等积极情绪是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的中介变量。共情是积

极 接 触 减 少 群 际 偏 见 的 重 要 情 绪 机 制 之 一

(Pettigrew & Tropp, 2008), 不同群体间的积极接

触会增加共情, 进而减少群际偏见。那么, 是否可

据此认为群体间的消极接触会通过减少共情, 从
而恶化群际关系？当前这一假设已得到实证研究

的初步支持(e.g., Pagotto & Voci, 2013)。例如 , 
Visintin, Voci, Pagotto 和 Hewstone (2017)在多数

群体上的研究发现, 消极接触会通过减少共情而

增加群际偏见, Hayward 等人(2017)在少数群体样

本上也验证了共情在消极接触效应中的中介作

用。另外, 近来研究表明, 快乐这一积极情绪也会

中介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 积
极接触通过提高群际接触过程中的快乐水平进而

改善群际关系, 而消极接触则会降低快乐水平从

而恶化群际关系 (Hayward, 2014; Kauff et al., 
2017)。在共情和快乐这两种积极情绪之外, 钦佩

也是群际接触中所能体验到的积极情绪之一。

Seger 等人(2016)在美国白人−黑人、非同性恋−同
性恋两个群际背景下均发现, 积极接触越多, 对
外群体的钦佩水平越高, 群际偏见水平越低, 反
之 , 消极接触越多 , 钦佩水平则越低 , 群际偏见

水平就越高, 换言之, 钦佩可中介积极接触和消

极接触对群际偏见的影响。 
2.1.2  群际信任 

除群际情绪外,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也可分

别通过增加或减少群际信任(intergroup trust)进而

影响群际偏见。群际信任是一个受到多学科关注

的话题。在群际关系研究中, 群际信任是指内群

体成员对外群体成员积极乐观的预期 (Lewicki, 
McAllister, & Bies, 1998), 反映了对外群体成员

行为和意图的自信心和肯定性。群际信任会受到

群际接触的影响, 具体而言, 积极接触会增加群

际信任, 而消极接触则会降低信任(Koopmans & 
Veit, 2014)。Pagotto 和 Voci (2013)的研究探讨了

群际信任在积极接触效应和消极接触效应的中介

作用。结果发现, 意大利人与移民群体的积极接

触, 通过增加群际信任间接改善群际态度、减少

群际偏见、降低对犯罪率的估计, 而消极接触则

通过减少群际信任恶化群际态度、增加群际偏见、

提高对犯罪率的估计。另外, 该研究还发现群际

信任不仅中介消极直接接触对群际关系的效应 , 
还能够中介消极间接接触(替代接触)对群际关系

的影响。但也有研究发现, 群际信任仅中介积极

间接接触(拓展接触)对群际偏见的影响, 在消极

间接接触(拓展接触)和群际偏见间不起中介作用

(Visintin et al., 2017)。这一方面说明群际信任在消

极间接接触效应中的作用还有待更多研究证据的

累积, 另一方面群际信任的中介作用可能因间接

接触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因而检验群际信任在间

接接触效应, 尤其是间接消极接触效应时, 应严

格明确不同类型间接接触的内涵或操作性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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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据此进行测量或实验操纵。 
积极和消极接触效应中介机制研究除了有利

于探明积极和消极接触效应的路径外, 也为群际

关系的改善多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例如, 可以

通过有意识地引导和教授不同群体成员情绪调节

策略、提升情绪调节能力, 以弱化不良情绪在积

极和消极接触与族际关系之间的桥梁作用。 
2.2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的调节机制 
2.2.1  权威主义 

社会支配取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和右倾权威主义(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是较

为全面描述权威主义人格的两个维度(Altemeyer, 
1981; 转引自李琼 , 郭永玉 , 2007), 且两者和群

际偏见密切相关。其中, 社会支配取向反映的是

个体期望内群体优于外群体或者支配外群体的程

度。不同社会支配取向的个体对外群体持有不同

的态度, 相较于低社会支配取向个体, 高社会支

配取向个体对外群体持有更加消极的群际态度

(Dhont, Hodson, Costello, & Macinnis, 2014; Kteily, 
Ho, & Sidanius, 2012)。据此研究者检验了社会支

配取向对积极接触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 , 
与低支配取向的个体相比, 积极接触更能有效地

减少高社会支配取向个体的群际偏见 (Kauff, 
Schmid, Lolliot, Al Ramiah, & Hewstone, 2016; 
Kteily, Hodson, Dhont, & Ho, 2017)。Dhont 和 van 
Hiel (2009)考察了社会支配取向在积极和消极两

种效价接触效应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 较之

于高支配取向个体, 低支配取向个体在积极接触

后偏见水平更低, 而在消极接触后, 高支配取向

个体的偏见水平高于低支配取向的个体。另外 , 
一项来自国内的新近研究在维吾尔族和汉族群体

上也证实了社会支配倾向可调节积极接触和消极

接触对群际接触意愿的影响(Wang, Huang, Sofia, 
& Vezzali, 2019)。具体而言, 在汉族样本上, 积极

接触显著预测高社会支配取向汉族个体的积极行

为倾向, 消极接触显著预测高支配取向汉族个体

的消极行为倾向; 在维吾尔族样本上, 社会支配

取向对于积极接触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但对

于消极接触效应的调节作用是显著的, 消极接触显

著预测高支配取向维吾尔族个体的消极行为倾向。 
除社会支配倾向外, 右倾权威主义也是权威

主义人格的典型标志, 包含权威主义服从、因袭

主义和权威主义攻击三个成分 (李琼 , 郭永玉 , 

2007)。不同水平的权威主义个体对外群体持有的

偏见不同, 相对于低权威主义, 高权威主义的个

体对外群体持有更高的偏见(Weise, Arciszewski, 
Verlhiac, Pyszczynski, & Greenberg, 2012)。在此基

础上, 研究发现, 权威主义可调节积极接触和消

极接触效应。比如, Dhont 和 van Hiel (2009)研究

发现, 积极接触显著负向预测高权威主义个体的

种族偏见, 而对低权威主义个体种族偏见的预测

不显著, 反之, 消极接触显著正向预测高权威主

义个体的种族偏见, 对低权威主义个体种族偏见

的预测不显著。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需进一步探索为何社

会支配倾向和右倾权威主义调节积极接触和消极

接触效应, 即进行有中介的调节分析。从理论上

这将有利于深化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的中介

和调节机制研究, 从实践角度而言, 这可为降低

群际偏见提供中间路径。 
2.2.2  亲密性 

先前研究表明群际关系中内外群体成员关系

的亲密度可调节积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例

如, Wright, Aron, Mclaughlinvolpe 和 Ropp (1997)
采用最简群体范式在美国大学生样本上发现, 相
比于低关系亲密度水平, 当关系亲密度水平较高

时, 积极接触更能有效地改善对外群体的刻板印

象。随后, 以群际态度为因变量的研究也验证了

这一结果(Wright, Aron, & Brody, 2008)。此外, 诸
多研究表明, 相较于一般积极接触, 跨群体友谊

(高亲密度)能够产生更大的积极群际效应(Davies, 
Tropp, Aron, Pettigrew, & Wright, 2011), 这也为亲

密度在积极接触效应中的调节作用提供了证据。

新近研究表明群际关系亲密度对消极接触效应也

会产生影响(Fuochi et al., 2019; Graf et al., 2019)。
例如, Graf 等人(2019)以欧洲 5 国 1276 名大学生

为被试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 亲密性能够削弱消

极接触对群际态度的消极影响。相对于经历过消

极接触且与外群体成员关系亲密度较低的个体而

言, 经历过消极接触但与外群体成员关系亲密度

较高的个体对外群体成员持有更积极的态度(Graf 
et al., 2019)。上述研究在实践层面的启示意义是：

由于消极接触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 除了增加

不同群体成员间的积极接触数量外, 增加不同群

体成员间关系的亲密度进而减弱消极接触对群际

关系的消极影响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例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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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餐和结伴旅游。 
基于以上回顾与分析, 当前对消极接触效应

的中介和调节机制的研究思路是直接从反面迁移

积极接触效应的机制研究, 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

于揭示消极接触效应的中介和调节机制, 推进消

极接触研究。然而, 这种做法缺乏理论贡献和创

新, 因为这实质上是在相反的方向上重复积极接

触效应的中介和调节机制研究。而且这种做法通

常默认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积极和消极接触是一

个连续体的两极 , 但这并未得到实证研究的支

持。已有的同时测量积极和消极接触的研究发现,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呈低度相关, 换言之, 二者

并非一极两端 , 而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维度 (e.g., 
Reimer et al., 2017; Wölfer et al., 2017)。此外, 也
有学者指出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

响路径可能不同(Paolini, Harwood, Hewstone, & 
Neumann, 2018)。因此, 消极接触效应中介和调节

机制的研究不可完全依赖积极接触效应中介和调

节机制的迁移, 而应注重挖掘消极接触效应所特

有的中介和调节机制, 以此更好地明晰积极接触

和消极接触的联系与差异。 

3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不对称效应

和交互效应 

当前学界除了探讨积极接触效应和消极接触

效应的中介和调节机制外, 也亦开始关注关于积

极接触效应和消极接触效应间的联系, 且存在两

种研究思路：一是比较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

际关系影响的大小—不对称效应, 二是检验积极

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交互作用—交互效

应。以下分别就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不对称效

应和交互效应展开论述。 
3.1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之不对称效应 

研究表明“坏比好更强烈” (bad is stronger 
than good), 也就是说消极的刺激或信息相较于积

极的刺激或信息对个体的影响更为强烈和持久 , 
存在积极−消极不对称效应(Baumeister, Bratslavsky, 
Finkenauer, & Vohs, 2001)。国内学者李爱梅等人

也发现相对于积极刺激, 消极刺激对人的影响更

强烈 (李爱梅 , 高结怡 , 彭元 , 夏萤 , 陈晓曦 , 
2015)。那么, 这种不对称效应是否可以迁移至积

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中？即, 积
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除了在方向

上相反, 在强度上是否也有所差异？ 
Paolini 等人(2010)率先通过实验法和追踪研

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实验中, 将被试随机

分配至积极接触组、消极接触组和中性接触组 , 
通过操纵实验同盟者的非言语行为来产生积极接

触或消极接触。结果表明, 消极接触组被试所报

告的群体身份显著性水平比积极接触组更高, 随
后的追踪研究中也验证了这一点。虽然该研究揭

示了在群体身份显著性上存在“积极−消极接触不

对称效应”, 但群体身份显著性是积极接触和消

极接触效应由人际层面泛化至群际层面的条件之

一 , 并非可以直接用以衡量群际关系的结果变

量。基于此, Barlow 等人(2012)以群际偏见为因变

量进行了研究。该研究的两项子研究的结果均发

现, 消极接触对偏见的影响要强于积极接触对偏

见的影响。这表明“积极−消极不对称效应”也存在

于不同效价的接触对群际偏见的影响中。后续研

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此进行了验证 (Alperin, 
Hornsey, Hayward, Diedrichs, & Barlow, 2014; 
Cernat, 2017; Dhont & van Hiel, 2009; Graf et al., 
2014; Hayward et al., 2017; Techakesari et al., 
2015)。研究发现, 无论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还是

在东方文化背景下, 当不考虑消极接触时, 积极

接触显著预测群际偏见, 但将消极接触作为控制

变量后 , 积极接触对群际偏见的预测就变弱

(Techakesari et al., 2015), 这一定程度上揭示了

“积极−消极接触不对称效应”具有跨文化的一致

性。另外, 先前研究常以多数群体为研究对象去

考察这种不对称效应, 而 Hayward 等人(2017)以
少数群体为研究对象, 也证明了消极接触在预测

少数群体对多数群体的态度及行为上要强于积极

接触。 
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和感

知契合原则(perceived fit principle)可用以解释“积
极−消极接触的不对称效应”。根据自我分类理论, 
由接触外群体成员而改变对整个外群体的态度 , 
需以该群体成员的群体身份显著性为条件(Brown 
& Hewstone, 2005)。换言之, 群际接触效应要由人

际层面泛化至群际层面, 需要让个体感知到其所

接触的外群体成员属于他所在的群体(高群体身

份显著性)。多项研究证实, 消极接触比积极接触

更容易产生较高的群体身份显著性(Paolini et al., 
2010; Paolini et al., 2014)。此外, 根据感知契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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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人们往往对外群体成员有消极的感知, 而与

外群体成员发生的消极接触与先前对外群体的消

极感知较为一致 (Reynolds, Turner, & Haslam, 
2000), 这会引发更高水平的群体身份显著性。群

体身份显著水平越高, 接触效应更易由人际层面

泛化至群际层面, 效应也更大, 因而消极接触对

外群体偏见的影响要强于积极接触。 
综上, 消极接触效应强于积极接触效应既有

理论依据 , 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基于此 , 
Barlow 等(2012)提出在群际接触研究中, 应同时

考虑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然

而,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消极接触效应强于积极接

触效应, 但并不意味着积极接触不能助力群际关

系的改善。研究发现, 虽然在对群际关系的影响

上, 消极接触接触效应强于积极接触效应, 但日

常生活中积极接触的频率要远高于消极接触(Graf 
et al., 2014), 即在频率上存在积极−消极接触的不

对称现象, 这使得积极接触可一定程度上减弱消

极接触效应, 进而改善群际关系。 
3.2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之交互效应 

当前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不对称效应研究

结果尚存在分歧。虽然有研究支持消极接触效应

强于积极接触效应, 但也有研究发现积极接触和

消极接触在对群际偏见影响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Mazziotta, Rohmann, Wright, De Tezanos‐Pinto, 
& Lutterbach, 2015; Stark, Flache, & Veenstra, 2013), 
甚 至 于 是 积 极 接 触 效 应 强 于 消 极 接 触 效 应

(Pettigrew, Tropp, Wagner, & Christ, 2011)。这意味

着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效应可能并

不仅是简单的相加关系, 还可能存在交互作用。

Paolini 等人(2014)在冲突和非冲突情景下通过三

个实验研究对此加以系统检验, 结果发现先前积

极接触对当前消极接触具有调节作用。不过 , 
Paolini (2014)等人的研究仅发现积极接触对于消

极接触效应的“缓冲”作用, 而积极接触和消极接

触对群际关系的交互影响较为复杂, 单一的缓冲

效应并不能完全体现交互作用。例如, Birtel 和

Crisp (2012)通过实验研究发现, 先进行消极接触

再进行积极接触比只有积极接触更容易改变对外

群体态度。这提示了除“缓冲”作用之外, 还可能存

在其他类型的交互作用。近年来, 有学者近一步

对不同效价接触的交互作用进行分解, 提出了 4
种效应模式：(1)缓冲效应(buffering), 积极接触减

轻消极接触效应; (2)促进效应(facilitation), 消极

接 触 会 增 强 积 极 接 触 效 应 ; (3) 毒 化 效 应

(poisoning), 消极接触减弱积极接触效应; (4)恶化

效应(exacerbation), 积极接触增强了消极接触效

应(Fell, 2015)。简言之, 积极接触对消极接触的影

响存在缓冲效应和恶化效应; 消极接触对积极接

触的影响存在促进效应和毒化效应。 
Fell (2015)通过系列研究对上述 4 种效应模

式进行验证。首先相关研究结果表明, 积极接触

会减弱消极接触对与外群体和解意向的影响(缓
冲效应); 消极接触会增强积极接触对与外群体和

解意向的影响(促进效应)。但是鉴于相关研究不能

很好的分解缓冲效应和促进效应, 且不能明确变

量间的因果关系, Fell (2015)进一步采用追踪研究

对上述结果加以验证, 结果发现, 时间 1 的积极

接触会减弱时间 2 的消极接触效应(缓冲效应); 
而时间 1 的消极接触会增强时间 2 群体间积极接

触效应(促进效应)。新近研究除了验证了上述两种

交互效应外 , 还验证了毒化效应和恶化效应。

Árnadóttir 等人(2018)以 357 个冰岛人(多数群体)
和移民到冰岛国的 101 个波兰人(少数群体)为被

试考察了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信任、群际

倾向、犯罪率估计以及感知到的文化差异的影响。

结果表明, 对于多数群体而言, 除感知文化差异

外,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在其他所有变量上均存

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对交互效应进行进一步分解

发现了缓冲效应和促进效应的存在。在少数群体

样本上, 相对于报告较少积极接触的被试, 报告

较多积极接触的被试在消极接触后感知到更多的

文化差异。而感知文化差异被认为是群际偏见的

一种体现(Pettigrew & Meertens, 1995)。这意味着

在少数群体中积极接触对消极接触存在恶化效

应。此外, 当消极接触较低时, 被试报告的积极接

触和感知到的文化差异具有显著的负相关, 而当

消极接触较高时, 两者之间的差异不再显著, 这
表 明 了 消 极 接 触 对 积 极 接 触 存 在 毒 化 效 应

(Árnadóttir et al., 2018)。 
总之, 研究已初步证实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

的交互效应, 但对于交互效应的解读仍有需要注

意的问题。例如, Fell (2015)研究显示积极和消极

接触的交互效应并不具备跨群体的一致性。另外, 
群体规模也会影响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的交互

效应。对于多数群体来说, 较多的研究验证了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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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效应和促进效应。然而, 对于少数群体来说, 消
极接触可能会对积极接触产生毒化效应, 积极接

触也可能对消极接触产生恶化效应。未来研究需

要在更多群体、更广泛的接触情景下对交互效应

进行验证。 
在对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之不对称效应和交

互效应研究进行回顾与分析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 
虽然积极和消极接触的不对称效应研究有助于群

际接触研究者明晰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间的

差异, 与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交互效应研究一

样对于积极和消极接触研究具有推进作用, 丰富

了群际接触理论。但从实践角度来看, 积极接触

和消极接触的交互效应研究意义更为凸显, 也更

为必要。如前文所述,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在现

实生活中均是存在的并分别对群际关系产生促进

和阻碍作用, 且这两种效价的接触效应之间是有

关联的。对于政府决策者而言, 其所关注的是如

何通过干预措施来提升群际关系质量, 而交互效

应的研究可助推这一目标的实现, 例如, 缓冲效

应的研究启示和谐融洽群际关系的构建可通过增

加不同群体成员的积极接触经验, 以此来增大积

极接触效应并抑制消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消极影

响。虽然积极和消极接触不对称效应的相关研究

实践意义有限, 但是从理论而言, 其可以作为积

极接触和消极接触交互效应的解释之一。例如 , 
消极接触之所以能够减弱积极接触效应, 其原因

之一可能就是因为在特定的群际背景下, 消极接

触对于群际关系的影响更大。从这个角度来讲 , 
以上两种思路是存在联系的而非绝对的独立或对

立, 在实证研究中可同时加以考虑。 

4  研究不足与展望 

近年来, 关于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研究积

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这深化了对群际接触的认

识, 进一步推动了群际接触理论的完善与发展。

未来还可从以下 4 个方面进行拓展。 
第一, 进一步考察不同效价接触, 尤其是消

极接触的泛化效应。Pettigrew (1998)指出, 积极接

触会通过三种路径产生泛化效应：首先, 在某一

特定情境下所产生的积极接触效应会泛化至其他

情境中; 其次, 和某外群体成员接触所产生的积

极接触效应会泛化至其所属的整个群体 ; 最后 , 
和某个外群体的成员接触后所产生的积极接触效

应会泛化至其他未与之直接接触的群体中, 即群

体接触的次级转移效应。随后, 元分析发现积极

接触确实会通过上述三条路径产生泛化效应

(Pettigrew & Tropp, 2006)。那么, 消极接触是否也

是如此？已有研究证实了消极接触在路径二上的

泛化效应(Drury, Abrams, Swift, Lamont, & Gerocova, 
2017; Meleady & Forder, 2018), 但对于消极接触

是否能够通过其他两条路径产生泛化效应目前尚

未得到一致结果。 Brylka, Jasinskaja-Lahti 和

Mähönen (2016)发现爱莎尼亚移民(少数群体 1)与
芬兰人(多数群体)的消极接触, 会进一步降低其

对俄罗斯移民的态度(少数群体 2), 即存在消极接

触的次级转移效应。然而, 另一项考察少数群体

与多数群体的消极接触对另一少数群体态度的影

响研究却并未发现消极接触的次级转移效应

(Mähönen & Jasinskaja-Lahti, 2016)。最近的一项

研究发现, 在多数群体与少数群体的消极接触中

发现了次级转移效应(Meleady & Forder, 2018)。既
有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提示今后需要在更多的文化

背景和群际背景下考察消极接触的次级转移效应, 
以明确该效应存在的边界条件。 

第二, 拓展积极和消极接触的效应范围。在

群际接触领域 , 存在“偏见问题”的限制 (Dixon, 
Durrheim, & Tredoux, 2005), 即大部分研究考察

群际接触对偏见的影响, 但是群际接触也会影响

其他群际关系结果变量。鉴于此, 不少学者呼吁

研究群际接触对偏见以外其他群际关系结果变量

的影响(Wright & Baray, 2012)。目前, 研究较多的

是不同效价接触对集群行为(collective action)的
影响。已有研究表明, 积极接触会促进多数群体

为少数群体争取权益的集群行为, 却阻碍少数群

体为自身争取权益的集体行为; 消极接触会减少

多数群体为少数群体争取权益的集群行为, 却会

增加少数群体为其自身争取权益的集群行为

(Hayward, Tropp, Hornsey, & Barlow, 2018; Reimer 
et al., 2017)。然而当前研究只局限在个别群际背

景下, 未来需要进一步在不同群际背景进一步检

验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集群行为的影响。除集

群行为外, 未来同样需要进一步考察不同效价接

触对政府政策的影响, 比如对于多民族国家, 考
察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其他少数民

族之间的不同效价的接触是否会对政府政策产生

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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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进一步探索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

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如前所述, 已有不少研

究探讨了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的中介与调节

机制, 但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就中介机制来

说, 未来可进一步细致地考察情绪的中介作用。

比如 , 有研究将情绪分为短暂性情绪 (episodic 
emotions) 和 习 惯 性 情 绪 (chronic intergroup 
emotions) (Paolini, Hewstone, Voci, Harwood, & 
Cairns, 2006)。Kauff 等人(2017)研究发现, 相较于

积极接触, 消极接触与短暂性愤怒和害怕的相关

更加显著。另外, 短暂性愤怒与害怕分别通过习

惯性愤怒与害怕显著预测对外群体的回避行为。

那么短暂性情绪和习惯性情绪在积极接触和消极

接触与群体态度、偏见及行为之间是否起多重中

介作用？这有待验证。对于调节机制, 未来需探

索更多的调节变量。比如, 典型性, 即所接触的外

群体成员是否是其所在群体的典型代表, 已被验

证是积极接触效应的重要调节变量 (Dovidio, 
Love, Schellhaas, & Hewstone, 2017)。未来研究需

进一步探索典型性等变量在消极接触效应中的调

节作用。此外, 目前研究大多单独考察积极和消

极接触效应的中介机制或调节机制, 而接触效应

本身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可能存在有调节的

中介或有中介的调节这两种情况。例如, Vedder, 
Wenink 和 van Geel (2017)研究发现群体规模可调

节群体焦虑在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中的中介

作用。因而, 未来研究需综合考察不同变量对积

极和消极接触效应的影响, 以期全面厘清不同效

价接触的中介和调节机制。 
第四, 积极和消极接触的不对称效应研究结

果不一致的解释。不对称效应到底偏向的是消极

接触还是积极接触 , 已有研究结果还未达成定

论。Graf 等人(2014)的研究初步发现, 当被试将消

极接触归因于接触对象时, 会比归因于接触情景

产生更强的消极效应。基于此 , Graf 和 Paolini 
(2017)指出 , 产生不对称效应的并非是不同效价

接触在起作用, 可能人们的归因方式起的作用。

因而, 未来可从归因理论出发更为全面而深入地

探讨不同归因方式对积极和消极接触的不对称效

应的影响。另外, 结果变量的不同可能也会影响

积极−消极接触不对称效应。目前, 以群际偏见为

结果变量的研究大部分支持消极接触效应强于积

极接触效应, 然而一项以集群行为为因变量的研

究 , 却发现了积极接触效应强于消极接触效应

(Hayward et al., 2017)。因此,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

触的不对称性可能会随着结果变量的不同而不同, 
如集体行为、群际喜欢(like)、跨群体友谊, 这有

待今后研究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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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positive contact and negative contact on intergroup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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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CCNU),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of Hubei Province,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bias’ in previous intergroup contact research, 
negative contact has also been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imultaneously. Currently, questionnaire, content 
analysi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experiment are the four main research methods used in research 
considering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act.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positive contact and negative contact 
exerted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intergroup relations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mediated by 
intergroup emotion and intergroup trust, and moderated by authoritarianism and intimac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act effects, two kinds of research ideas were employed, that 
is, asymmetry and interaction, both of which were supported by empirical evidence. In future research,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generalization effects of different valenced contact, especially negative contact, 
expand the effect scop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act, perfect the mechanism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act,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asymmetric effect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act. 
Key words: positive contact; negative contact; positive bias; asymmetry effect; interaction effect 


